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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侧面反映，探究阅卷难的根源，提出阅卷难的解决办

法，不仅对解决阅卷难有益，对《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阅

卷规定的修改、补充和完善也是十分有益的。结合相关法律

规定，谈几点个人体会。 一、阅卷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途径

、手段，更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前提和基础。 《律师法》

第28条规定：“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

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

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

法权益。” 新、老《刑事诉讼法》均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

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

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在刑事诉讼中控方负有举证被告人、

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的法定义务，而辩护律师则不负有举

证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无罪的证据的义务。应该说，针对控

方而言，举证不举证证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无罪的证据是

辩护律师的权利。换言之，只要控方拿不出被告人有罪的证

据，被告人便无罪，法庭不会因为辩护律师没有举证被告人

无罪的证据便判决其有罪。所以，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工作

便是以挑剔的专业眼光，“审查”、“核实”控方的证据能

否成立，能否从法律上支持其控诉主张。 《刑事诉讼法》

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

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



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

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

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

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根据该项法

律规定，辩护律师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审查”、“核实”

控方有无全面、真实、客观地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

、罪轻的证据，并及时向侦查、检察机关提出相应的法律意

见。说辩护律师无举证的义务是针对控方而言的，针对辩护

律师的委托人而言，便有义务调查收集、举证犯罪嫌疑人无

罪、罪轻的证据。辩护律师的这项工作，能促进前两项“审

查”、“核实”工作，与前两项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是同等

重要的。根据前述的“审查”、“核实”工作的需要，向侦

查与检察机关提出相应法律意见之后，如果不被采纳，辩护

律师则主动举证被告人无罪、罪轻以及减轻和免除处罚的证

据。从这个角度上说，辩护律师有点类似建设工程中的监理

工程师，代表业主监督施工单位。有一点不同的是，监理工

程师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准亲自“施工”，而辩护律师则可。 

辩护律师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一条重要的途径、手段便是

阅卷，因为与其委托方相关的大部分信息全在卷里。即便是

律师自己调查取证的一部分工作也与阅卷息息相关，或靠阅

卷发现线索提供信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阅卷是辩护律

师行使辩护权履行辩护职责的前提和基础，无此则无它。 二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本来不难的阅卷变得困

难。 1996年修改以前的《刑事诉讼法》，对提起公诉的刑事

案件，在第108条做了这样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

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应当决



定开庭审判。”包括此条在内的所有老的《刑事诉讼法》条

文，并没有哪一条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将刑事案件移送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时，要将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的侦查卷宗全部

移送人民法院，但实践中确是这么做的。公安机关侦查完毕

后将侦查卷宗全部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完毕

后，将检察卷宗，至少是公安机关的侦查卷宗一并移送人民

法院。辩护律师在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上述卷宗，几

乎不存在阅卷难，至少不存在阅卷的法律障碍和制度障碍。

1996年修改后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对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

，在第150条做了这样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

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

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

定开庭审判。”如果把新、老《刑事诉讼法》加以对照就不

难发现，新《刑事诉讼法》悄然做了重大修改：只要求检查

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

件或者照片”，所以检察机关不再向以前那样向人民法院移

送公安机关的侦察卷宗和自己的检察卷宗是不言而喻的。特

别指出的是，即便是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证据也可以

不是全部的，只移送“主要证据“就可以了。 检察机关不移

送侦察卷、检察卷，辩护律师自然就难以阅到卷了。因此说

，辩护律师的阅卷难是现行法律和现行的刑事诉讼体制造成

的，而这一切又概源于1996年那次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 三、司法解释力攻阅卷难却彰显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弊

端，限制侦查、检察卷宗移送的修改是倒退。 1998年1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



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一委两院三部司法解释）第13条

第2款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在提供被告人无

罪或者罪轻证据时，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侦察机关

、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需

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该

证据材料，并可以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该证据材料

。”第41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

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

通知新的证人到位，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 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向人民检察院调取需要调

查核实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辩护人、被告人的

申请，向人民检察院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中收集的有关被

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收到人民

法院要求调取证据材料决定书后三日内移交。” 1998年9月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

高院刑诉法解释）第158条规定：“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

取需要调查核实的证据材料，或者根据辩护人、被告人的申

请，向人民法院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中收集的有关被告人

无罪和罪轻的证据材料，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收到调取证

据材料决定书后三日内移交。” 新《刑事诉讼法》做出前述

的重大修改，显然意在控制控辩双方在证据信息方面的持有

度，并且向控方做了倾斜，即由原来的全盘托出，变为现在

有条件有控制地透露。除非辩方依法提出请求（这种请求还

得受法庭许可限制），控方便只能按《刑事诉讼法》150条规



定向辩方展示证据信息。控辩双方均享有调查权，显然这种

调查权并不平等。控方除享有国家强制力做调查权的后盾外

，对调查对象无任何限制；而辩方不但无任何后盾支持，对

调查对象也做了广泛的限制，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

权几乎微不足道。在现行的刑事诉讼体制下，辩方的证据信

息几乎全部来源于控方。在控辩双方在证据信息掌握本就极

不对称的情况下，新《刑事诉讼法》却又做出了向控方倾斜

的修改，显然对辩方行使辩护权是极其不利的，称其为倒退

也不为过。 而上述一委二院三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两

个司法解释，显然是为了弥补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所带

来的此种弊端，因为上述三条司法解释都一致强调人民法院

（辩护人也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有权调取在侦查、审查起

诉中收集的有关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而这些证据

材料在未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前是不需要人民法院调取的

，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自会一古脑移送过来。应该说，上

述司法解释的出发点是好的，甚至是用心良苦的，但美好的

愿望在实践中却难以实现。因为无论是对法官还是辩护律师

而言，达到司法解释的目的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辩护律师

“认为”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收集

的证据材料中，有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而辩护律

师未阅卷，又怎知有没有？ 新《刑事诉讼法》上述重大修改

的利处未见，而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于其这样处心积虑多

次反复弥补这种弊端，何如直截了当地再回到从前？！原本

对审判机关、辩护律师不“保密”的侦查、检察卷宗，又何

必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以后犹抱琵琶半遮面变得如此神秘

起来？这种本来在庭前就可让审判机关、辩护律师了解的信



息，非等到庭审过程中法官、辩护律师提出以后才被动地提

供，除了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还有什么？！ 四、上述三条

司法解释是解决目前阅卷难的充分法律依据和重要的法律保

障。 应该说，一委两院三部司法解释第13条第2款中的辩护律

师的“认为”，是一种主观认识，强调的是主观未强调客观

。也就是说，不论侦查、检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中，是否

客观存在对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只要辩护律师“认

为”有，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调卷申请，人民法院就应向

检察机关调卷。只有这样理解，该条司法解释才具有合理性

和实际意义，否则，便陷入了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而变得

毫无意义。如果能这样理解该条司法解释，检察机关、审判

机关又能不折不扣地依据该条司法解释来执行，应该说，因

新《刑事诉讼法》所做前述重大修改所带来的弊端就完全消

除了，困绕律师界的阅卷难这一老大难问题便不复存在了。

果真如此吗？ 显然对该条司法解释的理解和执行均不尽如人

意。著名的刑法专家、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辩护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顾永忠律师、博士、教授就没有这么乐观。他甚至

认为该条司法解释是公检法机关为安慰律师阅卷难的情绪而

做，只起安慰作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2005年3月在海口

举办的“中加刑事司法改革与辩护项目培训会议”上，顾永

忠律师做了《刑事辩护中的发问、举证及质证》的精彩报告

。顾律师在报告中一再强调“预测”的重要，谆谆告诫受训

律师“举证前要对控方如何质证做好预测和对策”，“对控

方未移送的证据做出分析预测”，而对前述三条司法解释却

只字不提。当有律师就前述三条司法解释请顾律师做出评价

时，他便发表了“安慰情绪”的高论。正是因为他有了“安



慰情绪”的“成见”，他自然不会对上述三条司法解释有多

高的评价。 顾永忠教授做为身经百战的知名律师，他何偿不

希望上述三条司法解释真的得到贯彻执行？“安慰情绪”论

恰恰是上述三条司法解释在实践中执行情况的无奈真实写照

！法庭上的控辩双方中的一方要靠“预测”来揣摩对方的证

据信息，对辩护律师来说已经达到了可以用“残酷”来形容

的境地，没有理由让这种不对称更是不公平的现象继续下去

了。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把一委两院三部司法解释第13条

第2款中的辩护律师“认为”理解为一种主观认识，而是理解

为一种客观存在，甚至要求辩护律师拿出“认为”的证据，

显然该条司法解释在庭审前的意义和作用就不大了，但也不

能说毫无作为。因为在控方庭前向法庭举证的主要证据复印

件里，往往辩护律师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这些完全可以做

为辩护律师“认为”的证据。因为辩护律师的“认为”有了

证据，其向人民法院的调卷申请便有了理由。 如果辩护律师

在庭前找不到“认为”的证据，在庭审过程中，随着控方全

部证据的出示，随着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的到庭，辩

护律师还有大量机会发现“认为”的证据。这时，当然可再

向人民法院提出调卷申请。如果辩护律师被迫在庭审中提出

调卷申请，正在进行的庭审也得被迫休庭。 正是从上述意义

上说，将一委两院三部司法解释第13条中的辩护律师“认为

”界定为“客观说”不仅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对辩护律师是

不公平的，对庭审也是不利的。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为

什么一定要自己找自己的麻烦，把本来在庭前就应该解决也

能够解决的问题，一定放在庭审中被动地解决，一定要耗费

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才去解决？由此，也彰显了此种诉讼体制



在设计上的缺陷和不足。 上述三条司法解释是在目前法律柜

架下解决阅卷难的充分的法律依据和保障，尽管目前在认识

上和执行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充分理由相信，只要

本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认真贯彻执行上述三条司法解释，阅

卷难在目前的诉讼体制下也完全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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